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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杜佑《通典》收录了张衡的一篇论贡举疏。此《疏》对研究东汉的政治与文学具有十分重要

的意义。其后郑樵《通志》等对此篇张衡《疏》照录不误。今人张震泽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，张少康、卢

永磷《先秦两汉文论选》均据《通典》选收张衡的这一篇《论贡举疏》，并从中探讨张衡的政治与文学

思想。但实际上《论贡举疏》的作者并不是张衡，试辨析如下。

据范晔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载，汉灵帝熹平六年七月，蔡邕上封事，其中论及七事，而其第五事之

文与《论贡举疏》几乎完全一样，现将二文对照如下(括号内为《论贡举疏》相异字句)：

臣闻古者取士，必使诸侯岁贡(古者以贤取士，诸侯岁贡)。孝武之世(代)，郡举孝廉，

又有贤良文(太)学之选。于是名臣辈(皆)出，文武并兴。汉之得人，数路而已。夫书画辞

赋，才之小者，匡国理政，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先涉(访)经术，听政余日，观省篇章，

聊以游意(艺)当代博弈，非以教化取士之本。而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颇引经(古)

训风喻之言；下者连偶(偈)俗语，有类俳优；或窃成文，虚冒名氏。臣每受诏于盛化门，差

次录第，其未及者，亦复随辈皆见拜擢。既加之恩，难复收改，但守(收)俸禄，于义已弘

(加)，不可复使理人及仕(任)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，章帝集学士于白虎，通经释义，

其事优大，文武之道，所宜从之。若乃(乃若)小能小善，虽有可观，孔子以为致远则泥，君

子故当志其大者(大者远者也)。

据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两文并没有太大差异。其中，“意一艺”、“守一收”可能因音近转写致误。

“偶一偈”、“涉～访”、“弘一加”、“仕一任”则可能因字形相近而讹误。“世一代”、“辈出～皆出”、“经

训一古训”、“若乃一乃若”的意思基本相同。《论贡举疏》中的“太学”乃“文学”之误，《汉书·董仲舒

传》云“武帝即位，举贤良文学士前后百数。”《公孙弘传》云“武帝初即位，招贤良文学士”、“元光五

年，复征贤良文学”，则《论贡举疏》中“太学”应作“文学”。又《论贡举疏》首句中“以贤”乃增衍，与下

文“数路”取士前后文义不合。末句“远者”也为增衍，显然不符文义。因此，《通典》所录的张衡《论

贡举疏》与范晔《后汉书》所载熹平六年蔡邕上封事文的第五事文实为同一篇文章，二者的细微字句

差异，乃文章流传过程中的传抄、转写之误所致，这属中国古代文籍传播中的常见现象。

从思想内容来看，《论贡举疏》不是张衡所作。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，卒于汉顺帝永和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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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我们将这段时间东汉朝庭的有关选举状况列出如下(据《后汉书》、《东汉会要》)：

章帝建初元年，初举孝廉、郎中宽博有谋、任典城者，以补长、相。

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“令太傅、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国守相举贤良、方正、能直

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”

和帝时，大郡口五十六万举孝廉二人，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。

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“令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内郡守举贤良、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

各一人。”

安帝元初六年，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、清白行高者五十人，补令、长、

丞、尉。

安帝永初元年三月诏公卿、内外众官、郡国守相，举贤良、方正、有道术之士，明政术、

达古今、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。

顺帝即位，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者，一切得举孝廉吏。

顺帝即位，诏公、卿、郡守、国相，举贤良、方正、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

据上可知，在张衡的生活时期内，朝庭一直把孝廉、贤良、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作为选举对象。

而这与《论贡举疏》所要求的是完全一致的。诚然，东汉朝庭的选举有其不实的一面，但，据《后汉

书》等史料，章帝、顺帝等最高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并严惩了一些选举不实的官吏。而

且，从章帝到顺帝，东汉的选举制度整体上是比较清明的，没有出现过以书画辞赋取士的现象，因

此，张衡作为一个有识之臣，决不会向皇帝上这样的疏。又顺帝乃中兴之主，采纳左雄的建议，改革

选举制度，力图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才，而张衡却对此持不同意见。袁宏《后汉纪》卷十八载张衡对

日：“⋯⋯自初举孝廉，迄今二百岁矣，皆先孝行，行有余力，始及文法，辛卯诏以能宣章句奏案为限，

虽有至孝，犹不应科，此弃本而就末⋯⋯。”这里，张衡强调以孝为本，以通章句、文案为末，主张选举

唯孝是论，不必兼备。这样的选举思想，显然与《论贡举疏》的“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”是完全不同的，

而章帝辛卯诏所强调的宣章句奏案的选举思想却与《论贡举疏》理想的思想基本一致。《论贡举疏》

强调以孝廉、贤良、文学数路取士，并极力倡导“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”，坚决反对当时朝庭以书画辞

赋取士做法。因此，《论贡举疏》所反映的内容与张衡生活的时代特征不符，当非张衡所作。

《论贡举疏》的真正作者是蔡邕。《论贡举疏》反映的是汉灵帝时的政治。汉灵帝即位，朝庭几

乎不提孝廉、贤良、文学之选，而以书画辞赋取士成了选举的主要内容，朝庭并为此专门设置鸿都门

学，培养这类人才。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云：光和元年，始置鸿都门学生。李贤注日：“鸿都，门名也，与

内置学。时其中诸生，皆敕州、郡、三公举诏，能为尺牍、辞赋及工书鸟篆者，相课试，致千人焉。”《后

汉书·蔡邕传》云：“初，(灵)帝好学，自造《皇羲篇》五十章，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，本颇以经学相招，

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，皆加引招，遂致数十人。侍中祭酒乐松、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，并待制

鸿都门下，喜陈方俗闾里小事，帝甚悦之，待以不次之位。”《后汉纪·灵帝纪》卷二十四云：“初置鸿都

门生。本颇以经学相招，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。或出典州郡，人为尚书、侍中，

封赐侯爵。”这正是《论贡举疏》所揭批的社会选举现状。灵帝时，朝庭以书画辞赋取士，并设置鸿都

门学，鸿都门学生，不管考试及格或不及格，均给官做。这是对汉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孝廉、贤

良、文学等取士的选举制度的彻底排斥。对此，有识之士是不满的。蔡邕在灵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

事，其第五事，即《论贡举疏》就是专门针对此状况而发。蔡邕还在光和元年七月上封事说：“⋯⋯又

尚方工技之作，鸿都篇赋之文，可且消息，以示惟忧⋯⋯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，开请托之门，违明

王之典⋯⋯。”此可与《论贡举疏》相互发明。与蔡邕同时为官的杨赐对当时的选举现状亦予以批

评，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载杨赐上疏日：“⋯⋯又鸿都门下，招会群小，造作赋说，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，

】39

 



如獾兜、共工更相荐说，旬月之间，并各拔擢，乐松处常伯，任之居纳言⋯⋯各受申爵不次之宠，而令

捂绅之徒委伏田亩⋯⋯。”《后汉书·阳球传》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日：“⋯⋯或献赋一篇，或鸟篆盈

简，而位升郎中，形图丹青。亦有笔不点牍，辞不辩心，假手请字，妖伪百品，莫不被蒙殊恩⋯⋯未闻

竖子小人，诈作文颂，而可妄窃天官，垂象图素者也⋯⋯。”杨赐、阳球所揭露的当时选举现状与蔡邕

所批评的完全一样。汉灵帝时，废太学，置鸿都门学，放弃以孝廉、贤良、文学等取士制度，而以书画

辞赋取士，这是蔡邕等上疏要求恢复汉家孝廉、贤良、文学等数路取士制度，遵从“通经释义”之大道

的原因。

总之，我们从汉灵帝时的选举史实可知，《论贡举疏》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内容。它就是

熹平六年七月蔡邕上封事的第五事，其真正作者不是张衡，而是蔡邕，它反映的是蔡邕的政治与文

学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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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《水浒》故事的核心人物，而“忠”的结果必是受“招安”乃至主动追求“招安”，这是我们阅读《水

浒》时所不能不采取的一种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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